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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臥薪嚐膽，十年雪恥”

“臥薪嚐膽”這句成語，是人所皆知的一則歷史典故。

自從我任武漢大學校長的頭一天起，在我的思想上就

產生了“臥薪嘗膽，十年雪恥”的強烈衝動。我為什麼會產

生這種想法呢？這“恥”又是指什麼呢？

講到“恥”字，還牽扯出了一個使我終生難忘的刻骨

銘心的故事。

那是 1966 年的 3 月，國家前高教部在北京農業大學舉

辦了一個直屬院校科學研究成果展覽會，目的在於向國家領

導人彙報高等學校的科研果，進一步促進大學科學研究工作

的發展。

一個大學校長的自白 (13)
劉道玉



213為了學習兄弟院校科研工作的經驗，學校科研處分期

分批組織各系的負責人和專職科研人員去京參觀，我被列為

第一批去參觀。在展覽會上，像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復旦

大學、南京大學、南開大學等校，都擁有很大的展廳（或展

台），他們的成果琳瑯滿目，像合成胰島素、原子反應堆、

迴旋加速器、半導體、電光源、農藥、離子交換樹酯等成果， 

都具有很高的學術水準，有不少成果在國防和生產實踐中得

到了應用。

作為武漢大學的一名教師，一個科研組的小頭目，我

當然很關心本校的展品。我們一行人，找了很久，像是大海

撈針一樣，最後在一個展台的旮旯裡，找到一個像晶體管收

音機大小的展品，它是化學系物化教研室研製的空氣電池。

據統計，在這次科研成果展覽中，武漢大學排名第 22 名，

是高教部直屬 23 所院校中的倒數第 2 名！這是多麼大的差

距，又是多麼強烈的刺激呀！這一那間，我感到臉燙心慌，

好似人們在注視我佩戴的武漢大學的紅校徽，從他們冷漠的

眼神中透出了一種鄙夷的目光。這不是虛榮心，而是一種恥

辱感，使我們去參觀的人感到無地容，我們不約而同偷偷地

摘下了校徽，生怕人家認出我們是武漢大學的代表。

回到招待所以後，我們都很生氣，誰也沒有去食堂吃

晚飯，我們關著房門議論開了：“太不像話了，太沒有臉見

人了！作為一所歷史上的 

名校，今天居然淪落到如此悲慘的地步，不知學校和

湖北省委的領導們 作何感想？難道你們還在那裡津津樂道

地抓階級鬥爭，搞黨內的派性鬥爭，把武漢大學僅僅當作政

治運動的試點，光靠政治鬥爭吃飯嗎？”我的這種“恥辱感”

特別強烈，反過來說，也是人所具有的一種榮譽感、自尊心。

我的這種感情，在我擔任教育部高教司司長時，無形之中又

一次受到了傷害。論我的水準、工作能力，無論在教育部的

領導、司局長或在群眾中，都是交口稱讚的。但是，每當討

一個大學校長的自白 (13) 



214 論的問題涉及到武漢大學時，他們似乎沒有給我這個來自于

武漢大學的人留一點面子，儘管他們說的都是實話，但是我

在感情上卻受不了。例如，在討論恢復和加強 5所“重中之

重”大學時，有人就當著我的面說：“武漢大學不行，不如

南京大學，甚至也不比南開大學水準。”當討論重點學科、

重點實驗室和重點科研專案分配時，也有人說：“武漢大學

山清水秀，校園環境冠全國，但科研不行。”聽了這些議論，

我羞愧難當，但又無力辯解，只能把這個苦果埋在心底，但

盼來年“東風滿眼春”。

1979 年 5 月，我辭去了教司司長之職，一方面是確實

不想當京官，另一方面也有不服氣的思想。回校後，我被任

命為黨委副書記、副校長， 實際上主持了黨政的常務工作。

從那一刻起，我就立下了 “臥薪嚐膽,十年雪恥”的誓願，

“不信東風喚不回”。

十年生聚，十年教訓，武漢大學衰落的教訓又是什麼

呢？從兩次屈辱的經歷，我痛切地認識到，武漢大學落後的

根本原因是科學研究，沒有形成科學研究特色，理科拿不出

與重點大學水準相符的成果，文科拿不出像樣子的學術專

著。

既然找到了原因，那也就找到了振興武漢大學的突破

口。

1980 年 10 月，經學校黨委研究決定：召開全校科學研

究工作會議。黨委書記莊果同志儘管身體很不好，但還是自

始至終主持了這次會議。會議的主要議題是：一是認清形勢，

提高對加強科學研究的認識；二是分析武漢大學科學研究落

後的原因，樹立緊迫感和危機感的意識；三是制訂振興科學

研究的規劃和加強科學研究工作的措施。



215為了最充分地做好發動與動員工作，造成較大的震撼

作用，要求全校的教學、科研和黨政骨幹都參加會議。此外，

全校正副教授也參加了會議，總共 300 餘人。

在會上，黨委書記莊果作了“總結經驗教訓，發展優

勢，多出成果”的主體報告，我作了“加強領導，改善管理，

促進科研發展”的會議總結。這兩篇報告都是我親自起草

的，說得確切一些，它不是由文人寫就 的四平八穩的報告，

而是我的帶著激情的系統觀點，一腔呼喚武漢大學科學研究

的喊。我的眉宇是緊鎖的，心情是沉重的，會議的緊張氣氛

是空前的。

發言一開始，我就提出：

“武漢大學的科學研究，已經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

作為重點大學，也已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了！是危言聳聽

嗎？不，是殘酷的事實。請看:全國科學技術發明成果是零；

重大基礎理論研究成果是零；

獲重大發明獎的研究成果也是零；

有影響的學術專著是鳳毛麟角；

夠了，這已是夠觸目驚心的了。

怎麼辦？我們武大人別無選擇，只能‘臥薪嚐膽，十

年雪恥。”接著，我分析了我校科學研究落後的原因，主要

有三個：

首先，是極左路線的干擾和破壞，這雖然是全國的共

性，但每有武漢大學的特性，這就是它隸屬于全國最左的省

市之一的湖北省委的領導，是其歷次政治運動的試點單位，

是執行左傾路線的寵兒，這在全國是出了名的。武漢大學的

左與它的科學研究水準低下形成了極其鮮明的對照，恰恰說

明前者是導致後者的直接原因。

一個大學校長的自白 (13) 



216 “左”的政治運動又是與大批判緊緊連在一起的，而

搞科研的人，也就成了被批判的主要對象。搞基礎研究的，

被批判為理論脫離實際、理論至上、搞唯心主義；凡是刻苦

鑽研的人，被批判為走“白專道路”，為個人奮鬥；凡是發

表論文著書立說的，被批判為有“成名成家”的資產階級思

想的個人主義者。於是，很多教師認為教學保險、搞科研險， 

寧願當個教書匠。其惡果是，不少教師不寫論文，但卻寫了

一大摞檢討書。其次，學術思想保守。大學以教學為中心，

把它看成是單純的教學 

機構，老師就是單純的教書，這仍然是武漢大學教師

中流行的觀點。把重點大學辦成既是教學中心又是科學研究

中心，這是被世界著名大學久已證明的經驗，但在那時的武

漢大學，卻不為多數的教師所接受，還要花很大的力氣去糾

偏。還有少數保守的教授，他們固守“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的觀點。他們自己不作研究，而又反對別人作；小的課題他

們看不起，大的課題又搞不了；自己沒有成果，對別人的成

果又評頭足，這是學術上十足的保守思想的表現。

法國植物學家拉馬克，他的進化論中有一個“用進廢

退說”，認為人的器官越使用則越發達，不使用的器官則逐

漸退化。在科學研究上，武漢大學的一部分教師的表現，正

驗證了這學說的正確性。他們越是不做研究工作，他們的研

究能力就越退化，並且變得越是不敢做研究工作，越不會做

研究工作，最後只會反對科學研究了。

再次，學校領導不重視科學研究工作。在學校的主要

領導人中，沒有人分管科學研究工作，沒有規劃，沒有強有

力的支援系統。如果說那時有些科研工作，那是個體式的，

是自生自滅式的。

怎樣才能加強學校的科學研究呢？我提出了很多措施，

其中最主要的有：



217要堅持“兩個中心”的辦學思想，教學與科研並重。

對此想不通者 ,可以保留自己的觀點，但不得干擾科學研究

的進行。堅決停止一切政治運動，杜絕政治大批判，保護每

個教師自由研究的權力。

要制訂科學研究規劃，突出重點，形成特色。據此，

首批成立 10 個研究所和若干研究室，它們是：中國 3 至 9

世紀傳統文化研究所，美國與加拿大經濟研究所，國際法研

究所，環境法研究所，法國問題研究所，數學研究所，電腦

軟體研究所，空間物理研究所，仿生化學研究所，病毒學研

究所等。同時，設立 100 人的科研編制，教師以教學為主，

兼做研究工作，科研人員以科學研究為主，兼做教學工作，

兩類人員重在結合，不得偏廢。

要制訂政策，要有利於促進科學研究工作的迅速

發展，例如，職稱升、經費撥款、成果獎勵、出國進

修、合作研究等等。那次會上，我對教師提出了一個

硬性指標，凡在職的正教授、副教授，5 年之內必須培

養出 3 至 5 個研究生，完成一項科研成果（理論或應

 1980 年 10 月科研座談會

一個大學校長的自白 (13) 



218 用），出版一本著作。我甚至用激將法提出：如果 5年寫不

出一部專著，那就出版一本教材，再不行就寫一本科普書，

實在還做不到，那就出版一本“小人書”。如果連這個最基

本的要求也達不到，將通過學術職稱評定委員會免去教授或

副教授職務，學校決不搞大鍋飯，也決不保護落後！

我在講話時，特別提出從我做起，希望大家共同監督。

應當說，會議達到了預期的目的，起到了向科學進軍

的組織和動員用，會後，孫祥鐘教授對我說：“我在武漢大

學工作 50 多年了，像這樣抓科研還是頭一次。應當動真格

的了，否則真的會被取消重點大學的資格。”

這只是萬里長征的第一步，我的危機意識一點也沒有

因為會議的成功而減少。相反的，在出任校長以後，我感到

肩負的責任更大了，“臥薪嘗膽，十年雪恥”的衝動更強烈

了。 

我不斷地告誡自己：多難興邦，知恥而後勇，不振興

武漢大學誓不休！否則，我將何以告慰在九泉之下的為創建

武漢大學有功的先賢們？

校友武修權將軍關心與支持武大教改



219三、“不拘一格降人才”

武漢大學科學研究落後，除了思想認識、政策等因素

以外，最主要的還是師資問題，缺少學有專長、仍在科研第

一線工作的學術帶頭人，特別是大師級的科學家。因此，要

振興武漢大學，必須從加強教師隊伍的建設做起，特別是要

千萬百計地物色和培養各學科的學術帶頭人和大師級的人

物。

國際著名大學的辦學經驗表明，物色和培養一個學術

大師，不僅只是讓他辦好一個專業和培養人才，他的重要性

還在於創立一個學派，帶動一片學科的發展或形成新技術的

基地。例如，美國核子物理學家勞倫斯就是一位學術大師，

他原在耶魯大學工作，他要建造原子分裂器，但是校方不支

持他。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得知後，把他聘請去，支持他建

立了勞倫斯實驗室，現在該校不僅是世界上最大的加速器的

基地，而且有 10 人拿了諾貝爾獎，形成了頗負盛名的勞倫

斯學派。

當然，在中國目前的情況下，要物色和培養國際水準

的學術大師，那是不現實的，但是，從國內實際情況出發，

從國內名牌大學或科研機構，聘請優秀的學術骨幹，則是完

全有可能的。同時，在物色人才時，還應當解放思想，不拘

一格，不應忽視那些受到壓抑或埋沒的人才，以及確有才華

的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物色人才的關鍵是要尊重人才，

要有求賢若渴、惜才如金的思想境界。同時，要真正地為他

們的工作和生活創造優越的條件，特別是寬鬆、自由的思想

環境。惟有如此，才能物色和引進人才，才能真正發揮他們

的學術帶頭作用。

當我還在教育部任教司司長時，曾看到一封來自貴州

山溝裡的人民群眾來信，他就是北京大學著名數學學術大師

許寶騄教授的高足張堯庭。他畢業後本留在北京大學任教，

一個大學校長的自白 (13) 



220 做許寶騄先生的助手，從事數理統計研究，頗有成就。可是，

1957 年被劃為右派分子，撤銷了黨支部書記的職務並開除

黨籍，下放到貴州山溝裡改造。他在信中，要求編輯出版 

已去世的許寶騄先生的文集，以防止該學科的斷絕。對於他

的建議，我是支持的，並轉告北京大學研究落實，同時從收

到信的那一刻起，我就準備把他調人武漢大學，填補武漢大

學統計數學研究的空白。

從教育部回到武漢大學後 , 我念念不忘在貴州山溝裡

埋藏的那塊“璞玉”。於是，我立即派人到貴州張堯庭所在

的工作單位，通過協商很快把他“挖”到了武漢大學。此前，

許寶騄的另一位助手胡迪鶴教授，也從北京大學調人我校，

不僅使數學系增添了實力，而且也引人了北京大學優良的研

究學風。

張堯庭調人武漢大學以後，很快晉升為數學教授，評

定為博士導師，接著被派往美國進修和合作研究兩年。回校

後，他擔任了新成立的統計學系系主任，後來又擔任了管理

學院的院長，在科學研究中，堅持理論聯繫實際，與全國氣

象局、石化部和交通部等部門合作，在統計學應用方面，獲

得多項成果，成為著名的統計學學者，被國內許多著名大學

聘為兼職教授。 

根據武漢大學與法國教育交流協議，武漢大學要把法

語專業升格為法語系，新建法國問題研究所，創辦《法國研

究》雜誌。但是，本來法語專業的老師力量就十分薄弱，於

是物色高水準的骨幹教師就成了當務之急。

通過有關管道，我瞭解到北京大學西語系的法語老師

葉汝璉，由於特殊的原因有意想調離北京大學。於是，1980

年 5 月初，我利用在北京出差的機會，乘公共汽車到北京大

學校園，對葉汝璉老師進行家訪。按照地址，我好不容易在

一棟“筒子樓式”集體宿舍，找到了他的“家”。說得準確



221一些，這不是他的家而僅僅是個住處而已，因為雖然他已

55 歲 , 但仍孑然一身，住一間不足 10 平方米的房間，室內

除了一張單人床、一個小書桌和一把椅子以外，再沒有任何

的家什了。

當我說明來意後，他顯得特別高興，一再稱讚我禮賢

下士的舉動。他自我介紹道：“我是安徽人，1946 年畢業

于中法大學，專長於法國詩歌研究。然後，一直在北京大學

工作。解放後，工作一直積極，要求進步，還擔任了系工會

主席，但是 1957 年仍沒有逃脫被打成右派分子的厄運。後

來，離了婚，被迫接受勞動改造。現在，雖然平反了，也恢

復了工作，但是同前妻在一個系裡工作，彼此都覺不甚方

便，所以我想離開北京大學。如果你們不棄，我願意去武漢

大學，我知道那是一所很的、很美麗的學校。”

“葉先生，我是真心實意來求賢的，武漢大學雖然沒

有北京大學的名望高，但是它有中法兩國政府建立的學術交

流中心，相信你去以後，一定會有用武之地。同時，我們是

開明的，你可以轉戶口，也可不轉戶口； 你可以一人去，

也可以帶助手；你可以長期在那裡工作，也可以是短期的；

如果生活不習慣，可以隨時回北京，一切尊重先生意願。”

我們談得十分投機，他十分爽快地接受了我的聘請。

當我辭行時，他送我到門口，向我拱手說道：“一言為定，

義無反顧，後會有期，振興武大！”

回校後，我請學校人事處以最快的速度將葉先生調來

我校。按照特事特辦的原則，很快他被晉升為教授，擔任了

法國問題研究所所長和《法國研究》雜誌主編。後來，他培

養了 10 多名研究生，翻譯和撰寫了多本學術著作，多次主

辦了全國和中法兩國的學術研究研討會。鑒於他在法國文學

研究上的成就和對促進中法教育交流的貢獻，曾榮獲法國政

府授予的棕櫚獎章（教育貢獻獎章）。

一個大學校長的自白 (13) 



222 繼葉汝璉之後，我又從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

所挖來了鄭克魯。他出生於書香門第，是清朝實業家、維新

改良主義者鄭觀應之孫。他是北京大學法語研究生畢業，在

法國進修多年，譯著頗豐。由於他和葉汝璉的調人，大大地

加強了我校法語系力量，獲得了法國方面的稱讚，使武漢大

學成了當時國內法國綜合研究的學術中心。

當時武漢大學學術地位的現狀是，人文社會科學略有

優勢，而理科的力量比較薄弱。在新的技術革命時代，理科

的重要性是顯而易見的，因為新的科學理論、新技術和新產

品的發明都與理科的各學科有著密切的聯繫。特別是物理學

的地位尤其重要，除了其本身的學術研究內容以外，它又為

自然科學的其它學科的發展提供理論指導和實驗技術方法。

然而，武漢大學的物理系是理科各系中科研工作最弱

的，這也是武漢大學科研上不去的原因之一。因此，加強物

理系師資隊伍的建設，尤其是物色和培養學科帶頭人，就成

了一項帶有戰略性的措施。

自 1979 年以後，我校物理系從全國各地引進了多名畢

業于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南開大學的高材生。例如，田德

誠教授是從中國科學院瀋陽金屬研究所調人的，他 1952 年

畢業於清華大學物理系，曾在前蘇聯留學，獲副博士學位，

他在學術上具有較高的地位，調來後曾擔任物理系系主任，

是固體物理學研究的學科帶頭人，也是該系第一個獲取博士

生導師資格的教授。又如，黃念甯教授是我花費了很大力

氣，從廣州暨南大學挖來的，他出生於書香門第，是國學大

師黃侃（季剛）的第七個兒子，1952 年以優異的成績畢業

於清華大學。畢業後，曾赴前蘇聯留學，

獲副博士學位以後，受中國政府的派遣到前蘇聯杜布

拉聯合核子研究所工作。他才思敏捷，精通多門外語，論著

頗豐，是理論物理的學科帶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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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管理學院，以培養大批的經濟管理類人才。但是，管理學

科是一門新興的學科，在 20 世紀 80 年代初，國內大學尚不

能輸送這方面的人才。於是，從實際工作部門和留學生中招

聘人才就成了一項重要措施。 

人才青黃不接，後繼無人，這問題不僅大學存在，在

科學研究單位表現得也很突出。為了克服這個困難，中國社

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於 1980 年試行面向社會公開招聘研究

人員。我瞭解到，在他們錄取的人員中，有一名叫楊小凱的

人，是湖南省新華印刷廠的工人，非常有才華。由於他和妻

女的進京戶口解決不了，所以他沒有被錄用。得知這—情況

後，我立即派人到湖南，在征得楊小凱本人和所在單位同意

後，很快把他和妻子吳小娟及女兒調到了武漢大學。

調入時，他已發表 30 多篇論文，翻譯出版了一本書，

據此，我們給他評定為講師。他是自學成才的，而且經歷是

很坎坷的。他的父親是楊弟甫，曾任省委常委、組織部部長，

1959 年被打成“彭黃張周反黨集團”的第五號人物。“文

化革命”中，他又被批鬥，其母自殺身亡。他以“莫 須有”

的罪名被捕入獄，判刑 10 年。從 17 歲到 27 歲，在獄中，

他自學了等數學、《資本論》和英語，他的許多成果都是在

獄中完成的。

他調入我校之前，由中央組織部門出面，通過湖南省

委為他父親和他徹底平反。他十分感謝武漢大學對他的信

任，也很珍惜在武漢大學工作的條件，願意為武漢大學的建

設貢獻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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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他的才華和成果，引起了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數量經濟

學權威鄒致莊教授的注意，發來邀請信和錄取通知，接受他

做博士研究生。但是，在研究和批准他出國時，卻遇到了阻

力，學校領導內有人說他是反革命份子，不能讓其出國。我

認為，既然徹底平反了，就說明沒有問題，應當享受公民的

權利。於是，我頂著壓力，批准他於 1983 年赴美，次年又

批准他妻女團聚。

實踐證明，楊小凱是一位傑出的人才。他在普林斯頓

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後，又到哈佛大學作博士後研究，後又被

澳大利亞瑪納什大學評為終身教授。1996 年，他當選為澳

大利亞科學院院士，成為改革開放後我國出國的 20 多萬留

學生中的佼佼者。

他後來在給我的信中表示，只要我當武漢大學校長，

他一定回國支持我的工作。由於我已早已免去了校長職務，

他對武漢大學也感到心灰意冷，當然也不會再回來了。十分

可惜的是他患了不治之症，於 2004 年 7 月 7 日在澳大利亞

病逝。我發去唁電，寫了三首詩悼念他。 

毛蘊詩，是我校管理學院通過競爭從國外留學生中聘

任的一位優秀人才。他早年畢業于四川大學數學系，分配在

貴州一個工廠工作，後考取中國人民大學研究生，並由該校

公費派往比利時魯汶大學攻讀工商碩士（MBA) 學位。學成

回國後，中國人民大學、清華大學和他的母校四川大學都力

爭聘請他去工作，並許諾了工作條件。但是，他從媒體瞭解

到武漢大學教育改革搞得好，領導開明，學風自由民主，有

意來校任教。他從北京給我寫了一封信，表明了他的意向。

我立即給他親筆寫了回信， 明確表示熱烈歡迎他來校任教。

為了有助於他作出最後的決定，我以學校的名義邀請他來校

講學和參觀訪問，一切費用由我校負擔。他愉快地接受了我

的邀請。來後我請他向管理學院的師生作了一次學術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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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藉以向他表示歡迎。我與他作了十分友好的交談，介紹

了學校改革情況和發展遠景。我向他保證說：“如果你同意

到武大來，將破格提升你為副教授，提供萬元的科研經費，

分配三室一廳住房，一個月內把你的妻子和孩子調到學校

來。”聽後他說：“真是百聞不如一見，從你的身上，我看

到了改革精神，改革的速度。因此，我決定接受貴校的聘請，

放棄包括位於首都的中國人民大學、清華大學在內的另外三

校的聘請，保證 10 天內到校履職。”

我們都兌現了自己的承諾。他來後，很快承擔了國家

計量經濟重點科研任務，擔任了工商行政管理系主任，成為

博士生導師，後來擔住了經濟管理學院的院長。由於師生力

量不斷加強，教學、科研水準迅速提高，社會諮詢服務工作

也十分活躍，當時的武漢大學經濟管理學院被公認為全國 5

所最好的經濟管理學院之一。

自 1980 年到 1988 年，在我任期內，除了每年選留和

國家分配來的研究生以外，我們還從國內外引進各類專業人

才近 300 名，以上僅是其中的幾個例子。他們絕大多數人，

在教學與科學研究中，都發揮了骨幹作用，與武漢大學原有

的大批骨幹教師一起，為武漢大學的建設作出了重要的貢

獻！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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